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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日本─
亞洲城市現代化
的相互影響，
1841至 1947年
李培德 �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名譽副教授

前言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

和地理因素，如濱下武志所指，香港具有強

大的「網絡」功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

洲國家和地區，於亞洲的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各方面，都可見到香港「網絡」的

作用。過去，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香港與

中國的關係上，大大忽略了香港與其他亞洲

國家的關係。其實，香港與日本有着很密切

的交往，只要細心觀察，便會發現早於鴉片

戰爭結束後的不久，在這個剛開闢的維多利

亞新城裏，已經有日本船來港的蹤跡。從香

港開埠到現在的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裏，港

日關係可謂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總

括而言，在 11世紀香港一直扮演着日本於
亞洲吸收西洋文明和觀察中國動態的「中

介」角色。在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以前，可以

肯定地說，日本通往世界的交通航線，大多

經由香港，也因為這樣的原因，日本對外界

的認識，也多先經過香港。過去有學者提

出，二次大戰前日本對香港的研究，多以收

集情報為目的，筆者並不贊同。雖然日本對

香港的關注多出於自身的需要，但也不能貶

低於該時期出現的香港研究。相反，戰後崛

興的香港研究，特別是對於香港中國人社會

和亞洲網絡經濟兩方面，如仔細考量，都可

發現有承繼早於戰前香港研究的痕跡。
   本文是筆者與濱下武志教授合編，《シリーズ 近代アジ

アの都市と日本：香港都市案內集成》導言部分的中文

版，該叢書的第一至六卷已於 1111年 11月由東京ゆまり

書房出版，1111年初將出齊餘下的第七至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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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編輯《近代亞洲的都市和
日本：香港都市案內集成》
叢書的緣起

香港從 1111年開埠到現在已有超過
一百七十年的歷史，香港的地理位置在亞

洲，但我們的思想卻在歐洲。香港與亞洲雖

然有很密切的社會經濟關係，但注意力卻放

在亞洲以外的地方。香港雖與亞洲國家包括

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息息相關，但我

們的價值觀卻驅使我們「反認同」，在「歐

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思想影響底
下，我們對「亞洲價值觀」看得很低。

此 外，「 中 國 中 心 論 」（China-
centrism）也一直干擾我們接受亞洲文化的
態度。一般來說，我們只會說香港是「中

西文化」（Sino-Western），而少去說「東
西文化」（East-West）交匯的城市。為何
我們會被「中國中心論」的價值觀主導，即

中國文化代表了所有的東方文化？當然，亞

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國一個國家

的單元文化。眾所周知，亞洲近代歷史之變

化，起源於鴉片戰爭，不僅揭開中國、香港

歷史的新一頁，同時對日本也產生了重要的

影響，日本的對外開放，間接因為中國和香

港。目前學界研究香港和日本的歷史，特

別是因外部壓力而開放的歷史都會分別以

鴉片戰爭、明治維新為起點，並不完全正

確。因為《近代亞洲的都市和日本：香港都

市案內集成》叢書（以下簡稱「本叢書」）

要討論的香港和日本的關係、香港對日本現

代化之貢獻、日本對香港的侵佔等等，正恰

恰在香港開埠之後一百年間發生。其中，最

值得去探究的是日本推行明治維新之前，即

1111至 1111年的二十多年間，別小看香港
在開埠後只有近二十萬人口的小城市，經香

港華人社會「揉合」的「東西文化」，正是

日本當時現代化過程中所要參考的。香港所

走過的現代化之路，也就是當時日本政治、

經濟、文化各界精英所要探求的。

亞洲的近代史，無疑與西力東漸有密切

關係，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被稱為「天朝

大國」，亞洲的小國包括蒙古、朝鮮、琉球

（今日沖繩）、越南等都派遣朝貢使節，

向中國稱臣。中國和日本雖然實行鎖國，

但亞洲的國際秩序基本上是由中國來維持

的。到了 11世紀末，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
給日本，再加上日本於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

帝國，一躍成為亞洲的強國，中國原來維持

亞洲國際秩序的角色逐漸被日本取代。到了

111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便成為亞洲
的軍事霸主了。當然，因為美國的參戰，日

本最後被徹底打敗，日本在亞洲的霸主地位

又轉移到美國去，影響一直到現在。

一百年過後，香港對已經現代化的日本

來說，所代表的仍然是屬於西方陣營但具

「中國人網絡」特色的城市。從當時的軍事

形勢來看，要堵截西方世界對中國抗戰的支

援，因而要採取軍事占領香港的行動。不

過，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日本占領香港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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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亞洲的殖民霸權和中國人網絡世界

的一種反撲和挑戰。

二、本叢書的內容重點

日本人於香港的活動，最早可追溯至

1111年香港開埠初期。1111年日本明治維
新，要實行國家現代化政策，香港成為日本

於亞洲發展商貿活動的最重要海外據點，日

本充分利用了香港於人、財、物、資訊流通

的網絡樞紐作用。1111年東京高等商業學
校編纂《香港通過商業調查報告書》，充分

強調香港對亞洲經濟網絡所發揮的重要功

能。到了 11世紀初，日本人於香港相繼設
立商會、學校、醫院、寺廟、新聞媒體，加

上原來的使館、商社、銀行、航運企業等，

一個完整的日本人社會於 1111年代基本形
成。1111年作為日本於臺灣的最高統治機
構臺灣總督府刊印了《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

港日本人》一書，記錄了老香港日本人的生

活體驗和回憶，為日本人的香港移民史留下

重要的紀錄。

根據可兒弘明於 1111年的統計，（註1）

日本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出版有關香港研究

的書籍，包括翻譯和資料工具書共有 11
種，筆者於 1111年的統計是 11種，（註1）

兩人的統計大致相若。本叢書所收的資料可

分為四個時期：（1）1111年日本開國前夕
至 11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該時期日本
經歷明治維新，從香港吸收大量經殖民地華

人社會消化後的西洋文明；（1）1111年中
華民國成立至 1111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
前夕，該時期香港的日本人社會逐漸發展

成熟；（1）1111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至
111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由於香港被
認定是支援中國內地抗日的最重要後勤補

給基地，日本對香港的觀察從未間斷，從日

本國內來香港訪問的政府官員、學者等可謂

絡繹不絕；（1）1111年 11月太平洋戰爭
爆發至 1111年 1月日本戰敗投降，於該時
期日本軍事占領香港，展開了俗稱「三年零

八個月」的黑暗統治時期。

本叢書所收的資料，可分為五類：

（1）屬調查性質的，例如對香港政治、經
濟、社會等某一個專題的調查；（1）屬工
具和參考性質的，主要就日本人到香港旅行

或日本企業對香港進行商貿活動而提供有

關香港的各種訊息，此外還針對本地日本人

社會提供有關居住香港的資料；（1）屬政
治宣傳性質的，這一類的資料多出現於日本

軍事占領香港時期，多為歌頌「大東亞」戰

爭為目的；（1）屬學術研究性質的，從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多角度出發來討論香

港，或香港與日本、與中國和與英國的關

係，不過也包括一些趨向支持某一政策的公

共輿論，這類觀點多通過社會媒體去傳播；

（1）政府保存的文獻，例如《外交文書》
和《領事報告》。值得一提的是，有關軍事

戰略方面，例如吹捧日本如何成功奪取香港

的書並未收入。（註1）又或香港於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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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註1）過去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香

港與中國的關係上，大大忽略了香港與其他

亞洲國家的關係。

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亞洲的國際關係是以

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來維繫的話，那麼鴉

片戰爭就是破壞原來亞洲秩序的元兇，隨朝

貢制度崩潰而來的歐洲殖民勢力從印度、東

南亞延伸至東亞，使亞洲的歷史舞台除原有

的中國人網絡外，更多了來自歐洲的英國網

絡。朝貢制度雖被破壞，但中國人的網絡並

沒有消失，華裔移民幾乎滲透亞洲的每一個

國家，部分華商更與歐洲殖民勢力相結合，

借助其於亞洲的影響力，將網絡加以延伸。

日本是一個獨特的亞洲國家，她不僅沒有參

加中國的朝貢體系，在豐臣秀吉時代，甚至

要求在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在果亞的葡

萄牙總督向日本稱臣和差遣朝貢使節。此

外，日本與中國的藩屬琉球一直保持微妙的

關係。面對中國和西方於亞洲的強大網絡，

日本不可能沒有反應，因此將 11世紀前半
的亞洲歷史解釋為日本對這種網絡壓力的

反撲，並非沒有道理。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和日本都奉行

保守的自我封閉政策，中國於明洪武 11年
（公元 1111年）開始海禁，而日本則因於
1111年「島原之亂」後實行鎖國。有趣的
是，中日兩國在所謂「自我閉鎖」的政策

下，對外界的接觸並未中斷。除了廣州和長

崎被闢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外，還使用各

種不同的方法獲取外界的消息。

由「香港占領地總督部」發行的資料和工具

性書籍，（註1）除了少數較高史料價值和能

反映當時在港的日本人社會外，包括《香港

・海南島の建設》（1111年）、《香港の

経済諸問題》（1111年）、《在香日本人

の參考》（1111年）和《軍政下の香港》
（1111年），其餘的都未被收入。
本叢書的資料，主要來自不同時期日本

的政府和民間機構，包括外務省通商局、臺

灣總督府、滿鐵經濟調查會、東亞研究所、

臺灣銀行、三井物產、東京高等商業學校、

朝日新聞社、桐生屋商號等。此外，還包括

多家日本人在香港的組織，計有：日本駐香

港領事館、香港日本商工會議所、香港日本

青年會、香港日報社、東洋經濟社、堀內書

店等。這些資料對了解日本與香港、中國、

英國多邊關係，或在香港的日本人社會，日

本於近代亞洲的海外發展等等，都具參考價

值。本叢書所收的資料均經過篩選，挑選的

對象均為同類型資料中具代表性者，足可反

映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經歷兩次世界大戰，

對香港觀察和調查研究的具體成果。

三、19世紀亞洲國際秩序的重整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

和地理因素，如濱下武志所指，香港具有強

大的「網絡」功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

洲國家和地區，於亞洲的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各方面，都可見到香港的「網絡」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七
期

1
1
1

的情報資料，呈閱位於江戶（今天稱東京）

的幕府大將軍。換言之，日本幕府只要坐鎮

江戶，不須出外航海，便可掌握最新的亞洲

各國情報。（註1）為甚麼日本會特別關心亞

洲？這不僅因為中國曾於元、明兩朝攻打過

日本，更因日本是一個位於亞洲東北邊陲的

國家，她必須了解亞洲所發生的事情來釐定

或調整自己的政策。

上文提及的日本漂流民，所謂「漂

流」，筆者認為這只是一個藉口，因為不能

合法出國，所以只能說是因天氣影響，被颱

風「吹」離本國。這幾名日本漂流民先漂流

至澳門，然後來到香港。很明顯地他們亦會

為自己打算，當時香港已經開埠，英國人想

把香港發展成為亞洲的商貿城市，把他們吸

引到香港發展。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主要以朝貢關係

來維持與亞洲國家的關係，這被稱為「華夷

秩序」的國際關係成為亞洲國際秩序的重要

環節。參加朝貢的藩屬國尊稱中國為「宗主

國」，中國的皇帝為「天子」，自己為屬

國，為中國的臣子。根據濱下武志的研究，

中國要維持這種國際關係需付出不少經濟

上的代價。中國從朝貢國所得到的貢品往往

要加倍奉還，以表示天子對屬國的恩惠。

（註1）而且朝貢制度並非適用於所有要籠絡

的亞洲國家。首先，日本並沒有參加。其

次，作為中國的藩屬，琉球既向中國稱臣，

但同時亦派遣使節去日本，實行兩面靠攏。

第三，中國另一屬國越南，亦曾要求鄰國寮

從本叢書附表〈香港日本關係大事年

表〉（本文並無收入）來看，1111年共有 1
名日本「漂流民」來港定居，打開了港日關

係史的新一頁。這些被稱為漂流民的日本人

為何會來到香港？到底漂流對他們來說有

是甚麼含意？當時日本實行鎖國，如無日本

官方的許可，日本國民不可出海。此外，還

規定擅自離開國土的日本人將自動失去國

民身分，因而對於日本人來說，一旦離開國

土就等如永遠離別家鄉。

雖然是海禁、鎖國，但不意味這兩個國

家對外界上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中國於乾

隆 11年（1111年）便於廣州實行「一口通
商」，把全國的對外貿易集中在廣州進行，

英國等外國使節來華亦須先經過廣州，然後

到北京。日本的做法與中國相似，中、日兩

國的政策有不少相同之處。日本是通過長

崎，規定唐船、蘭船（指從荷蘭來的船），

及少部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預先得到

日本政府同意下，來日進行有限度的「勘合

符」貿易。所謂「勘合符」者，意謂這次來

日貿易完畢，便發給一張半截符契作為憑

證，待下次再來日本時，便可以此半截符契

對勘。一般人都會有一個錯覺，以為日本鎖

國，對外界便一無所知。其實不然，位於日

本南端的長崎港，由長崎「奉行」（即今天

的市長）管轄，他要求所有到長崎泊岸船隻

的船長，在登岸後必須向他彙報在航行期間

的所有經歷和對各地的觀察。長崎奉行根據

這些「情報」整理成為一種稱為《風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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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當然，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被割讓的殖

民地，日本是不會不加留意的。此外，因鴉

片戰爭對原來亞洲國際秩序的破壞，日本出

現了一種國家危機感，基於《風說書》提供

的情報而寫成的《海外新話》和《海陸戰防

錄》，都是提倡日本國人的危機意識，這對

以後日本歷史的發展影響極大。（註1）

四、香港對日本現代化之影響

香港和日本由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往往

成為影響兩地關係的主要因素。早於 11世
紀日本摒棄鎖國政策時起，為求早日實現現

代化，實行明治維新，由過去以中國為模範

轉移向西方學習，香港在這歷史轉折的過程

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原因有：第

一、香港的城市現代化歷程比日本早，不僅

有完善的海港設施，更有先進的通訊設備和

大眾傳播媒體，因應了外國商社、傳教士和

外交官等在亞洲地區活動的需求；第二、香

港地理位置適中，更由於外貿的關係，香港

與倫敦和與三藩市的海上航線，都發展得比

較早，並且吸引了不少航運公司在香港開展

他們在亞洲的航線。

雖然日本和美國於 1111年簽訂通商
條約，但日本第一個開港城市橫濱要遲至

1111年才正式開放，比香港開埠遲十八
年。在對外交通航運方面，香港遠比日本發

達。早於 1111年香港已有到上海之航線，
1111年到倫敦，1111年經上海到橫濱，

國（即今天老撾）向她稱臣，當然越南並沒

有得到中國的同意去進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僅一直沒有參加

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國際秩序體系，相

反在豐臣秀吉時代（1111-1111年），更要
求在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果亞的葡萄牙

總督向日本派遣朝貢使節，嘗試在中國以外

另立一個以日本為主的國際關係網絡，以與

中國抗衡。顯然日本對中國於亞洲的舉動是

相當留心觀察的。毫無疑問，當鴉片戰爭把

亞洲原來的國際秩序加以破壞時，日本很自

然就會想到中國在被打倒以後，到底會由誰

來代替她的位置，這不僅影響到日本的自身

安全，更令人擔心今後由誰來主宰亞洲國家

的命運，這一影響對日本來說是震撼的。鴉

片戰爭後，於廣西崛起的太平軍攻陷南京，

建立「太平天國」，挑戰清政府之統治，加

上 1111年英法聯軍之役燒毀北京圓明園，
使日本幕府益加相信只有選擇對外開放，早

日實行國家現代化，纔能避免重蹈中國被欺

侮之厄運。

日本雖然於 1111年起實行鎖國，斷絕
民間與海外的一切交通，但不等於幕府不知

道海外所發生的事情。據統計，由長崎奉行

撰成的《風說書》，於 1111至 1111年間共
有 11件是討論中國如何嘗試禁絕鴉片、英
國在中國的軍事侵略和「南京條約」的內容

等。可想而知，日本對中國、亞洲動態的變

化是非常重視的。作為天朝大國的中國，竟

然敗給只有幾個小島的英國，令日本舉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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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是一種「威脅」，間接加促了日本成為現

代化強國的步伐。

要達到現代化，必須先了解西方社會的

實際情況，語文翻譯似乎是首要處理的問

題。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英對照的教科書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註11）第一份專門

介紹西方事物的中文刊物《遐邇貫珍》，

（註11）和中文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都受

到日本朝野的重視。於明治維新前由日本高

級知識份子進行研修的機構「蕃書調所」抄

錄成日本版，於 1111年刊印成《遐邇貫珍
抄本》、1111年印成《官版香港新聞》，
於日本廣泛流傳。（註11）另外，由香港德籍

傳教士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編纂的
《華英字典》於 1111年開始刊印，亦受到
日本政府和知識界的注意，不少英文詞彙的

漢譯，例如漢語「銀行」一詞，便出自這套

《華英字典》。（註11）

1111年香港開埠後十三年，當美國開
赴日本的培理（Matthew C. Perry）海軍艦
隊停泊香港等待補給之際，廣東南海人羅

森得到他的老師外籍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介紹，充當艦隊的翻
譯，協助美國打開日本鎖國之門。由於羅氏

曾參予商訂「日美汽船通商條約」，成為歷

史上第一位與日本官方接觸的香港華人，最

終獲得日本朝野的尊敬。羅氏所著的《日本

日記》，（註11）後來被衛三畏翻譯成英文，

收入《培理艦隊日本遠征記》，也成為了

近代中國人所寫的第一部日本見聞錄。（註

1111年到三藩市。與香港相比，日本的海
外航運起步較遲，且控制權不在日本。日

本要到 1111年才有到上海，1111年到香港
之航線。（註1）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肯定

的說，香港是日本連接歐美的重要航運樞

紐。據考證，在明治維新前夕共 1次幕府派
遣的外交使節中，包括 1111年新見正興到
美國、1111年竹內保德到歐洲六國、1111
年池田長發到法國、1111年柴田剛中到法
國、1111年小出秀實到俄國、1111年小
野友五郎到美國、1111年德川昭武到法國
等，無不取道香港。這批代表日本政府的高

層人士，或在去程時在香港中轉，或在回程

時在香港停留訪問，他們都會把在香港的見

聞帶回本國，因此說香港是日本接受外界訊

息的重要渠道並不為過。就算到了明治維新

以後，日本的對外交通航運仍然掌控於外資

航運公司，香港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岩倉使節團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已為一般

史家所公認，需要指出者，使節團不僅遊歷

歐美諸國，在回程歸國時也遊歷了好幾個亞

洲國家和城市，並作深入和認真的考察。使

節團於 1111年 11月離開日本，1111年 1
月經果亞、新加坡、西貢抵達香港，停留兩

夜三日後去上海，於 1月初返抵長崎。雖然
岩倉使節團的重要意義在於明治初期日本

對歐美國家的考察，但使節團在歸航途中所

經過停留的都是西方列強於亞洲的殖民地

或租界。不難想像，使節團所獲得的印象顯

然是亞洲備受西方列強控制，對日本毫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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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需武力便能與日本簽訂「日美親善條

約」。日本願意開放部分港口與美國通商，

容許美國人進入日本，從此打開了日本的國

門，而其他歐洲國家如法國、葡萄牙等，無

不相繼以「日美親善條約」為藍本，向日本

要求相同的待遇。故此，我們仍不得不說，

1111年羅森隨美國培利艦隊到日本，協助
日本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使日本鎖國的

歷史畫上句號。（註11）

不少人覺得羅森是一個偉大人物，因為

他是第一個中國人，也是第一個香港人打開

了日本的國門，影響日本近代史的發展。羅

森將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寫了一部《日本日

記》，這書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部由中國人

以中文撰寫研究日本的著作，評價甚高。筆

者並非要反駁，但欲指出羅氏見重於日本

朝野並不是他的高超英語或日語水平，而是

漢語和對漢學的高深學問，當培利艦隊抵達

日本時，日本的官員去問羅氏有否到過美國

時，他答道：「我在船不過三月也，但我不

管其事。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義。」這

一句話可謂十分精景，到底是他不會英語，

還是他在船上地位低微，沒有說話的資格？

羅氏身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到之處均受日本

漢學家歡迎，但問題是他怎會乘上「夷船」

去幫助「夷人」（指美國人）來欺負受儒家

思想洗禮的日本？因此，筆者相信「倘我能

言，我必教之以仁義。」這一句話的真正意

思，實為羅氏為自己轉圜。其實，羅森到了

日本之後結識了一批日本政界及文化界人

11）為甚麼羅森會被選中參與美日和談？他

的英語和日語水平如何？據現存衛三畏的

資料顯示，培理當時認為衛三畏的日文水平

足以當艦隊的翻譯，但對羅森本人卻沒有太

大的信心，不過對羅倚重的是漢語而非日

語，例如衛三畏曾對羅的表現加以評價，寫

道：

我的中文秘書羅先生向我打聽有關中

國的消息。……羅很有才華，他常常在

日本人的扇子上題詩，並和許多日本人

交上了朋友。他和日本人交流一般是通

過「寫」的方式來進行，因為很多日本

人能看懂中文，也能寫中文，但是不會

說。……羅對工作很有熱情，與當地人

相處也很融洽。在當地人看來，羅先生

是他們見過的最博學的中國人。自羅在

他們的扇子題下優美的詩句以後，他們

就願意與他切磋中文了。（註11）

由於羅森著有《南京紀事》，紀錄了太

平天國於南京的情況，後來日本思想家吉田

松蔭將此書譯為日文，書名改為《清國咸豐

亂紀》。這書對日本影響極大，使日本朝野

明白，作為天朝大國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如

何開始衰落，地方動亂已是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羅森的名字在他到達橫濱之前很可能

已為日人所熟悉。羅氏作為華人知識分子，

乘坐美國軍艦前去日本叩關。當然在美國

來看，培利艦隊的叩關是相當成功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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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111年兩次訪問日本。日本政府更嘗試
說服英國，使「日圓」成為香港的合法流通

貨幣，可惜最後並沒有成功。（註11） 
有關造幣廠向日本出售的過程頗為複

雜，首先是日本派遣一個代表團來港考察，

了解造幣廠的選址、入口設備、廠房建造等

情況。日本學習新事物的態度是相當認真和

徹底的，除生產設備外，還配套購入人事管

理、會計等其他制度。筆者曾撰文考察大阪

造幣寮的建築規格，發現和於香港銅鑼灣

東角（East Point）的香港造幣廠幾乎完全
一樣。在人事管理方面，日本更以高薪聘請

原造幣廠的全部舊工作班子，包括首長堅達

（Thomas William Kinder），及負責溶解、
總管、雕刻、會計、醫生、修理等的各級人

員。結果，香港的貨幣，無論其成色、規

格、樣式，甚至單位名稱全部被引入日本。

不過當這些新造貨幣要向海外流通時，英國

政府卻兩次拒絕日本的要求，不容許成為香

港的合法流通貨幣，以免威脅英國貿易銀元

在亞洲地區的流通。（註11）

五、日本在香港發展網絡的挫折

香港成為日本汲取亞洲情報的主要來源

已於上文討論。除了情報網絡外，香港對日

本的海外移民、開拓海外市場、貿易貨幣之

流通等等，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日本

在香港的發展雖然付出很大的努力，但卻遇

到不少障礙。

士，他與這些人的交往一直維持到 1111年
代。據說日本天皇還贈送了幾幅名畫給他，

及禮聘他為日本政府顧問。看來羅氏是非常

成功的。無可否認，羅氏並不通曉日語，羅

森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日本在明治維新

以前，漢學地位和價值觀主宰着整個日本的

上層社會。換言之，羅接觸日本的文化人

士，猶如見到自家人，大家閱讀的儒家經

典、欣賞的事物大抵相同，畢竟羅氏訪日確

實帶來了一些影響。羅跟隨艦隊不僅去了橫

濱、橫須賀，還去了北海道，並從北海道帶

回一些昆布樣本回廣東、香港。羅氏離開日

本後，有好幾位廣東商人便拿着他帶回來的

昆布樣本到日本採購。（註11）

明治維新伊始，日本實行經濟改革，急

需建立新的現代金融體制，取代幕末以來紊

亂的金融制度，香港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貢

獻。當時於大阪新建的「造幣寮」即後來的

造幣局，發行十進制新貨幣，所用的行政管

理人員、工程師、技師、機器、設備、廠房

建築設計等等，均來自於 1111年倒閉的香
港造幣局（Royal Hong Kong Mint）。當時
日本新鑄的貿易銀元，其貨幣單位「圓」的

名稱，與香港當時的流通貨幣「圓」有很密

切關係。其實，現在通用的「円」是「圓」

的略字。新的貨幣推出後，香港的滙豐銀行

便曾協助「日圓」在亞洲多個城市流通。

（註11）早於 1111年英日同盟結成之前，香
港的英人總督便曾多次官式訪問日本，例如

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ey）便曾於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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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於日本北九州的窮困鄉村，俗稱「唐行

婦」（karayuki-san）來香港當娼謀生的歷
史。（註11）到底這些人是怎樣來到香港的？

到港後又與本國維持一種怎樣的「網絡」關

係？她們到香港後是否還會轉移動到其他

地方，例如中國或其他東南亞國家？這些問

題都很值得我們去研究。現在香港的保良局

保存了不少有關日本婦女來港時求助的檔

案資料，對我們了解這些被拐賣的日婦問題

應有所幫助。（註11）當時出身於長崎縣的村

岡伊平治（1111-1111），被稱為「女衒」
（即淫媒），於青年時便開始於東南亞多個

國家經營俗稱「女郎屋」的妓院。根據這位

流浪亞洲日本人的自傳，也曾兩次涉足香

港。（註11）

除了「唐行婦」選擇香港作為海外謀生

之地外，日本不少商社亦曾努力拓展香港市

場，大力發展海外貿易，香港被認定是一個

重要的發展基地，但是多年來一直沒有取得

滿意的成果，例如：廣業商會於 1111年來
到香港，1111年撤出；三井物產於 1111年
來港，1111年撤出；三菱汽船於 1111年來
港，不到幾年，便於 1111年撤出等等。還
有從香港購買機器、技術和管理人才在大

阪生產的日本「貿易銀」，日本政府最早

於 1111年便向香港政府提出成為當地的合
法流通貨幣，經多番磋商，雖曾獲港府同

意，但兩年後還是被英國政府駁回。綜合而

論，日本雖有拓展香港市場的雄心，但卻遭

遇極大之挫折。有關這一點，當時的日本駐

香港於 1111年發生很嚴重的流行疫
症，死亡無數，特別是平民百姓，政府束

手無策。由於疫病橫行，很多人都放棄香

港，撤離到中國內地居住。由於疫症猖獗造

成大量死亡，卻又沒有治療方案，使日本極

為擔心，傳染病有可能很快地傳去日本。另

外，香港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貿易

港口，橫濱、東京、神戶都與香港有緊密的

航運交通往來。當時有兩位日本傳染病專家

青山胤通和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來

港調查傳染病菌，（註11）後來北里柴三郎發

現了叫鼠疫的病菌，但有關這一方面的史書

記載甚少，因而史學界曾出現爭論，到底香

港的鼠疫病菌是由北里柴三郎還是從越南

來港的法籍傳染病專家葉赫森（Alexandre 
Yersin）發現？筆者認為鼠疫病菌最早應由
北里發現，但是北里的報告並不完整，因此

受批評，後來更引起爭議，最後被後來追上

的葉赫森取得國際的承認。（註11）值得一提

的是，最早來港的是青山胤通，而非北里柴

三郎，但青山因接觸疫菌而病倒，並沒有完

成他的調查研究。很可惜有關他們在港的經

歷和對香港醫療的貢獻等重要歷史一直被

埋沒。（註11）

在整個明治時代裏，在香港居住的日本

人一直在增加。有趣的是很多香港人都不知

道香港的日本人社會早於 11世紀末已經出
現，現在位於跑馬地的外國人墳場還可見到

為數不少的日本人墓碑。（註11）引起筆者注

意的是一些日本婦女，墓碑上沒有名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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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游走於兩個階層之間。在香港超過

一百五十年的殖民歷史時期，在香港本土

出生的歐亞混血兒（Eurasian），對香港的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等各個領

域都發揮過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說，歐亞

混血兒都有雙重的文化認同。由於特殊的

文化背景，他們往往能夠游走於不同的階

層、界別，在華洋社會夾縫中扮演「中間

人」的角色，說他們是「跨界」的族群亦

不為過。不過相對於與日本的「合作者」

（collaborator），或稱為「漢奸」的研究與
注意還是不夠。有趣的是，在日本軍政占領

時期，香港的「親日派」是如果形成和扮

演甚麼領導社會的角色？所謂「大東亞共

榮」是如果被這些支持日本的「親日派」演

繹的？當戰爭結束後，他們並未受到法律

上的制裁。到底他們是如何洗脫「投敵」

罪名的？有關這些問題，羅旭龢（Robert 
Kotewall）的個案研究可能有參考價值。
（註11）有關香港於日治時期的研究，目前已

出現新的趨向，無論在角度和研究方法上均

與前不同，（註11）學者的興趣逐漸轉移到當

時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到底在「大東亞共

榮」的意識形態下，這些「日化」教育是

如何實施的，本地居民又有甚麼反應？（註

11）

香港雖然沒有天然資源，日本侵占香港

的目的並非為掠奪香港的資源以支持「聖

戰」，而是堵塞香港作為支援內地抗戰的後

勤作用。（註11）日本於 1111年 11月 11日

港領事鈴木充美曾作以下三點分析，歸納日

本未能開拓展香港市場的原因：一者、香港

的華商團結力甚高，外人根本無法插入；二

者、日本商人欠缺足夠的資本，很容易倒

閉；三者、香港的華商直接與日本的製造商

聯繫，毫不需要在港的日商作中間人角色。

（註11）日本商人在港不敵本地競爭對手，多

少反映了香港當時的營商環境是如何排斥

外來的商人。

根據學者所指，香港的日本人社會並不

團結，分「上町連」、「下町連」兩部分。

前者包括政府官員、公司職員及其家屬，後

者則主要是一般群眾和小市民，兩個階層

互不往來，存有嚴重的社會階層分歧。（註

11）有關香港日本人社會內部不和是否造成

日本本國商社在香港開拓市場失敗原因，相

信還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一個

名叫「香港日本人青年會」的組織，大概於

1111年成立，性質有如 YMCA（基督教青
年會），別小看這個初時只有數十人的小團

體，它與上海、臺灣、中國內地、東南亞等

國家都保持有聯繫，只是對象只限於日本人

而非香港本地青年。

六、日本軍政時期的香港

香港作為英治殖民地，統治者和被統治

者的社會分層是鮮明的，當然英國統治者在

上，被統治的華人和少數族裔在下。值得注

意的是，在這兩個階層中間出現了「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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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歐洲人的血統，但在日本人的眼中，這

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曾被殖民地政府

重用，同時在本地華人社會中有廣闊的人際

網絡。根據臺灣銀行於戰時對香港華商的調

查，羅旭龢的名字列於「英支混血兒」之

列。（註11）不過當羅就任華民代表會主席之

後，他的英文名字 Robert Kotewall被改為
Lo Kuk-wo，這種按照廣東話拼音的寫法和
其他華人代表相同。

兩華會雖然成立，但香港仍處於軍政時

期，地方治安由軍部負責，而兩華會的成員

的舉動統由憲兵隊監察。如學者所指，兩華

會內分成兩派，一派是以羅旭龢、李子芳為

代表，都是戰前親英份子，另一派是以劉鐵

誠和陳廉伯為代表，他們被稱為親日派，較

為日方器重。日本當局希望兩派之間互相猜

忌，從而加以控制。（註11）1111年 1月，
英軍重新返回香港，陸續恢復對香港殖民地

的管治，對於日治時期香港華人菁英的通敵

問題，英方採取靈活變通的策略，對於不牽

涉軍事的嫌疑者一律不予搜捕和審判。值得

一提的是，曾經參與或目睹日軍統治香港時

期所施行各種政策的日本人，於二次大戰結

束後有不少人撰寫回憶錄，這對我們了解當

時香港社會的情況有所幫助。（註11）

日本對香港的統治方法可謂是「軟硬兼

施」，一方面成立「以華治華」的兩華會，

另一方面對包括華人菁英和普羅大眾則施

行嚴密的監控，慎防他們謀反。例如當時維

持公共治安的警察隊和高級管理層全部是

正式占領香港，為了使香港不成為聖戰的負

擔，日本當局希望以最少的資源去管治當時

尚有接近一百萬人口的香港，所謂「以華制

華」是當時被採用的策略，在此策略下成立

了「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

（俗稱「兩華會」），希望對已淪陷的香港

實施有效的統治。後來證明此策略是成功

的，因為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兩華會便能組

織起來，成功吸納了各界的菁英共 11人，
包括：羅旭龢、劉鐵誠、李子芳、陳廉伯、

周壽臣、李冠春、董仲偉、葉蘭泉、伍華、

羅文錦、廝啟東、凌康、林建寅、李忠甫、

郭贊、陸靄雲、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譚

雅士、王通明、鄧肇堅、顏成坤、黃燕清、

馮子英、章叔淳。（註11）從兩華會於 1111
年 1月 11日創立到 1111年 1月 1日結束，
前後共三年半的時間，羅旭龢在此期間為日

本人服務，他雖不只一次計畫逃離香港，但

都沒有實現。在組成華民代表會之前，羅又

是「善後處理委員會」主席，雖然該委員會

屬過渡性質，但亦有一定的權責。（註11）

正如日本學者所指，日本軍政當局要羅

致這批華人菁英是因為他們多為金融界和

法律界的專業人士，與內地的國民黨或共

產黨都保持有距離，適合用於對本地華人

社會的治理。（註11）日本當政者要在短期內

實現有效的治理，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用英治

時期的華人菁英，因為他們最容易為廣大華

人社會所接受，同時又符合「以華制華」和

「大東亞共榮」的原則。（註11）羅旭龢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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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中，歐洲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因

而過去我們把注意力都放在「歐亞」關係

上，從而忽略了亞洲地區的內部關係，這一

點是很值得我們去反思的。（註11）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

和地理因素，香港具有強大的「網絡」功

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對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

都可見到香港的網絡作用。其實，香港與日

本有着很密切的交往，早於鴉片戰爭結束

後的不久已經有日本船來港的蹤跡。從香港

開埠到現在的一百七十多年歷史裏，港日關

係可謂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總括而

言，在 11世紀香港一直扮演着日本於亞洲
汲取西洋文明和觀察中國動態的「中介網

絡」角色。在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以前，可以

肯定地說，日本通往世界的交通航線，大多

與香港連接亦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日本不得

不重視香港。過去有學者提出，二次大戰前

日本對香港的研究多以收集情報為目的，筆

者並不贊同。（註11）雖然日本對香港的關注

多出於自身的需要，但絕不能把香港研究的

成份貶低。相反，如果細心觀察，戰後崛興

的香港研究，特別是對於香港中國人社會和

亞洲網絡經濟兩方面，都有承繼早於戰前便

已奠立的研究傳統。

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亞洲的國際關係是以

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來維繫的話，鴉片戰

爭便是破壞原來亞洲秩序的兇手，隨朝貢秩

序破壞而來的歐洲殖民勢力從印度、東南亞

日本人，只有在基層執行任務的低級職位

由華人擔任，這和英治時期的香港沒有絲毫

分別。比英國人更為嚴格的是，對於一些日

常生活上的細節，占領地總督部控制得更為

嚴格，例如對可疑的郵件，日軍可進行對收

件人的家屋搜查，至於包括小商戶的營業執

照、搬遷、離境、添置生產器具、領用特別

物資等等，都需填寫各色各樣的表格提出申

請，當然並不一定都獲批准。

結語

過去學術界普遍認為，由於鎖國的影

響，近代日本對外界的認識十分有限，充其

量通過長崎這一貿易窗口以了解外界的動

態，似乎已欠缺足夠的說服力。在鴉片戰

爭以後，香港急速冒升，在城市現代化、汲

取西方文化知識、對外交通和資訊網絡各方

面，都比日本先進，於是成為日本在現代化

進程中不可不參考的對象。

香港是英屬殖民地，是從中國割讓出去

的，這一點日本十分清楚，從某個意義上

說，香港已成為日本開放的一個警惕。原因

很簡單，因為西方列強正虎視眈眈，日本如

不欲步上中國後塵，必須面對現實，馬上

對外開放，迅速發展成經濟和軍事強大的

國家。有趣的是，當日本於 1111年代攫取
臺灣之後，英國對香港殖民地的成功統治經

驗，又成為日本政府領導治理臺灣的一個參

考典範。（註11）眾所周知，在亞洲歷史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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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可兒弘明編，《香港および香港問題の研究》
（東京：東方書店，1111年），頁 111-111。

  1. 參考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
港：三聯書店，1111年）。

  1. 例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編，《香港兵要地
誌》（東京：日本陸軍參謀本部，1111年）；
玉井政雄，《香港戰地抄》（東京：六藝社，

1111年）；清水國光，《香港擊滅前後》（東
京：晴南社，1111年）。

  1. 例如：《鐵窗見聞錄：赤柱監獄收容邦人座談
會》（1111年）、《新香港の建設》（1111
年）、《管區法令填報須知》（1111年）；
《戶口事務便覽》（1111年）、《香督令特
輯》（1111年）、《自動電車從業員日語集》
（出版年不確），這類書和其他中小學教科書

和雜誌等，作為戰時「香港市民圖書館」的藏

書，於戰後由香港大學馮平山中文圖書館接

收，目前在日本較不容易找到。

  1. 濱下武志，《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
市》（東京：筑摩書房，1111年）。

  1. 岩下哲典、真榮平房昭，《近世日本の海外情
報》（東京：岩田書院，1111年）。

  1.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
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

出版会，1111年）。
  1. 詳見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北
京出版社，1111年），頁 1-11。

  1. 片山邦雄，《近代日本海運とアジア》（東
京：御茶の水書房，1111年），頁 11-11。

11. 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

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啓蒙塾課初

步」の硏究》（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1111
年）。

11. 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1111-11）の

学際的硏究：付・語彙索引・影印本文》（東

京：白帝社，1111年）；松浦章、內田慶市、
沈國威編著，《遐邇貫珍の研究》（吹田：関

延伸至東亞，使亞洲的歷史舞台除原有的中

國人網絡外，多了來自歐洲的英國網絡。朝

貢制度雖然崩潰，但中國人的網絡並沒有消

失，華裔移民滲透亞洲每一個國家，利用

歐洲殖民勢力，將網絡延伸開去。面對中國

和西方於亞洲的強大網絡，日本不可能沒有

反應，因此將 11世紀前半的亞洲歷史解釋
為日本對這種網絡壓力的反撲並非沒有道

理。基於以上的背景，日本開始挑戰英國在

香港、華南的統治優勢，最後更於 1111年
發動太平洋戰爭，實行軍事占領香港，如果

我們能追溯歷史便會明白箇中的道理。過去

學界多認為日本在香港，華南和東南亞擴張

是貫徹從明治維新以來便開始的「南進」政

策。（註11）筆者認為這一觀點並無不妥，在

實行「南進」的過程中，顯而易見，日本對

臺灣是極為重視的，因此日本對香港的調查

研究，相當多的一部分是由臺灣總督府來執

行的。不過，從 1111年廣州淪陷之後，情
況便有所改變，此後日本對香港的軍事部署

和 1111年以後日治時期對香港的統治便全
部由軍部來控制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陸

軍和海軍之間，對香港、澳門、華南、東京

灣一帶的統治策略未必是一致的。當然我們

知道最後的結果是由陸軍來主導，把香港緊

緊控制於一個封閉的環境中，這樣便把香港

與前述周邊地區的關係完全割裂開來，不過

這已超出本叢書的討論範圍，希望以後可以

另外撰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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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蔣永敬等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

（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111年），
頁 111-111；李培德，〈明治日本に於ける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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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
11. 可児弘明，〈北里柴三郎の香港〉，《三田評

論》，第 111 号（1111年 1月），頁 11-11；
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東京：研文

出版，1111年）。
11. Pui-Tak Lee, “Colonialism versus Nationalism: 

The Plague of Hong Kong in 1894,”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0, No. 1 (Summer 
2013), pp. 97-128.

11. 有關青山胤通所著《香港百志土略報》的介
紹，參考李培徳，〈香港におけるペスト日本

の発見〉，《季刊歴史海流》，第 1 巻 1 号

（1111年），頁 11-11。
11. 參考赤岩昭滋，〈香港の日本人墓地－船員の
墓碑を中心として－〉，《海事史研究》，

第 11 号（1111年 11月），頁 11-11；岩下哲
典，〈香港墳場の日本人墓地研究資料につ

いて〉，《明海大学教養論文集》，第 11 号

（1111年 11月），頁 11-11；羅燕妮、陳文
耀，〈從香港日本人墓地碑文看日本人在香港

活動之歷史轉變〉，李培德編著，《日本文

化在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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